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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刷碗少的人请买花: 夫妻贡献不均与家庭享乐性消费* 

李世豪 1  张文悦 1  符国群 2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北京 100029) (2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面对着家庭中各式各样的联合任务, 夫妻贡献度不均的情况普遍存在。然而, 鲜有研究关注其对消

费行为的影响。由此, 本研究系统研究: 第一, 基于动态公平视角和夫−妻二元互依模型, 验证夫妻在家庭任

务中的贡献不均对家庭享乐性消费的影响, 同时验证感知公平的中介作用, 以及内疚和自我奖赏的二重中介

作用, 深入理解感知公平这一心理机制; 第二, 基于性别角色理念、伴侣情绪支持、性别平等文化的调节作用, 

识别不同公平理论起作用的方式和条件。本研究将有助于丰富夫妻联合消费研究, 加深对公平相关理论的理

解, 并为面向家庭用户的企业提供有效的营销决策指导。 

关键词  享乐性消费, 家庭分工, 家庭消费决策, 感知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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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为了配合国家的三孩生育新政, 国务院近年

发布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决

定》提出完善生育休假, 鼓励各地探索实施父母

育儿假, 提倡男性在育儿阶段承担更多的家庭劳

动和责任, 做更多的家庭贡献。夫妻双职工的社

会现实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使得女

性在工作之余还要兼顾照料家庭的主要责任, 男

女长期在家庭领域尤其是育儿领域的贡献失衡已

严重影响了女性的生育意愿。据中华全国总工会

《关于帮助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推动构建家

庭友好型社会的提案》显示, 我国女性职工在参

与各项家庭无偿劳动时长明显高于男职工。国务

院《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显示, 我国

女性每天家务劳动时间要比男性多 74 分钟。国家

统计局数据也表明, 我国女性用于家务劳动的平 

均时间是男性的 2.5 倍。从 2020 年开始, 近 3 年

来各省市均出台相关文件, 落实父母共同育儿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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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不断加码。因此,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 研究

夫妻在家庭领域中的分工模式有着深刻的现实基

础, 对家庭内部和谐、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落

实“三孩政策”和建设幸福中国都有着重大意义。 

本文的研究问题聚焦在, 从夫妻二元互依和

动态公平的视角, 探讨夫妻在家庭分工中的贡献

不均衡(contribution imbalance)对家庭联合消费下

享乐性产品选择的影响及机制, 并将从个体特质

因素、人际交互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三个角度探

讨该效应的边界条件。具体来说, 由于夫妻二人

的投入存在客观上的差异, 所以对联合任务完成

的贡献度存在高低之分 ,  这种差异即为贡献不

均。值得一提的是, 本文探讨的家庭联合任务并

不局限于家务劳动, 还包括出国旅游、搬家、照

顾父母、辅导孩子作业、自驾游等多种家庭任务。

夫妻作为家庭内部紧密互依的二元对象, 在家庭

分工中的贡献不均衡会通过影响彼此对于家庭内

部的动态公平感知, 进而在联合消费中增加对家

庭享乐性购买与消费的偏好。理由是, 夫妻在某

一项特定的家庭分工中如果出现了贡献不均, 夫 

妻之间会出现暂时的公平失衡 , 进而会寻求“公

平恢复” (restore fairness) (Mikula & Lerner, 1994)。

贡献多的一方 , 由于自己处于不公平的劣势方 , 

会通过自我奖赏恢复公平感(做得多所以奖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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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 贡献少的一方 , 由于自己处于不公平的优

势方 , 会通过歉疚−补偿行为来恢复公平感 (做

得少内疚所以取悦对方 )。夫妻沿袭着“不均 /失

衡−不公平−修复”的家庭生活智慧, 无论是“贡献

多−意识到不公平−自我奖励, 取悦自己”还是“贡

献少−意识到不公平−歉疚补偿 , 取悦对方”, 殊

途同归的是, 最后都会增进家庭的享乐性消费。

因此 , 家庭享乐性消费行为可以跨界弥补这种

暂时失衡, 使夫妻关系重新回归均衡的状态, 进

而实现整个家庭内部的动态公平。综上, 本研究

将透过动态公平和二元互依视角 , 探讨夫妻在

家庭任务中的贡献不均对家庭享乐性消费的影

响、机制和边界条件, 准确而深刻地把握夫妻作

为互相依存的整体是如何在家庭生活中修复失

衡、实现系统均衡的(见图 1)。基于此, 本文将对

夫妻分工以及家庭联合消费领域产生重要的理

论贡献。 

目前在消费者行为研究领域, 绝大多数文章

研究的是个体的选择和决策行为, 认为选择只受

到个人态度和偏好的影响, 并没有考虑亲密关系

对个体选择的影响(Simpson et al., 2012), 很少有

学者关注家庭生活中贡献度不均对家庭消费和消

费者行为的影响。而本研究从更加人际、更加交

互的视角展开 , 响应了消费者行为研究的号召

(Brick et al., 2018; Inman et al., 2018), 增进了对

亲密关系影响消费行为的理解。 

其次, 由于男女分工是家庭组织的重要特征

(Poeschl, 2007), 家庭生活中贡献度不均的情况普

遍存在, 因此很多学者已经关注并研究了家庭生

活中的贡献不均(Gordon & Mickelson, 2018; Hu & 

Yucel, 2018; Köppen & Trappe, 2019; Rodriguez- 

Stanley et al., 2020)。然而, 几乎所有研究都集中

在社会学或心理学的家庭研究领域, 它们往往都

关注于贡献不均对婚姻质量、关系满意度、幸福

感、关系冲突、压力、抑郁等的影响, 或者局限

于对特定种类产品采用的影响(符国群 等, 2020), 

很少有研究关注其对消费行为的影响; 而本文从

消费者行为的视角, 指出了家庭贡献不均除了影

响家庭关系外, 还可以影响联合消费行为, 以促

进对家庭贡献不均的相关研究。 

此外, 本研究聚焦夫妻贡献不均引起感知不

公的情况下, 夫妻各自的反应与应对以及这种应

对对家庭决策和家庭消费的影响。不同于之前研

究提出的让渡决策权力(Latané, 1981)和拒绝性交

(Goodman et al., 1985)作为恢复公平的方式, 本研

究创新性地揭示了家庭的消费行为也可以作为一

种实现动态公平、达到系统内均衡的方式, 即当

夫妻在家庭任务中的不公平感产生之后, 夫妻双

方可以通过相应的购买行为来弥补和恢复公平感, 

这对如何理解家庭生活中的系统均衡和夫妻如何

实现动态公平有重要的理论推进。具体而言, 本

研究在消费行为研究领域里挖掘了两种不同的修

复逻辑和策略, 它们分别是“做得多−意识到不公

平−享乐性消费奖励自己” “做得少−意识到不公平

−享乐性消费补偿对方”, 不仅探讨了夫妻双方在

感知不公平产生后各自的心理机制, 揭示了贡献

较多的一方更有可能通过“自我奖赏”而不是惩罚

对方来恢复心理平衡, 夫妻中贡献较少的一方则

更可能通过“歉疚机制”来补偿贡献较多的一方 , 

而且将自我奖赏和内疚作为享乐性消费合法化

的理由, 把消费行为看做是恢复公平感或修复亲

密关系的手段或策略, 从而在家庭亲密关系文献

与消费者行为文献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这从某

种程度上彰显了消费行为在维护家庭稳定、保障

夫妻关系和谐的重要作用, 结论有助于加深对于

夫妻间恢复系统均衡 ,  进行跨界补偿行为的理

解。此外, 本研究考察了个人特征因素、人际交

互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三个边界条件对该效应的

影响, 深入挖掘两种公平理论在不同边界条件下

的解释张力以及作用机制 ,  进一步加深了对公 
 

 
 

图 1  夫妻二元互依下的家庭内部动态公平与系统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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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相关理论的理解, 延展了理论应用的外延。 

2  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评述 

2.1  家庭任务中的贡献不均研究 

社会发展到如今, 虽然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

职场, 但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并没有发生太大改

变(Poeschl, 2007; 郑加梅, 卿石松, 2014)。研究发

现, 即便是女性的收入高于男性伴侣, 前者仍然

倾向于做更多的家务以便符合性别规范的要求 , 

来避免自己被消极评价(Tichenor, 1999); 即便女

性和男性在职场工作上花了相同的时间, 回到家

后职业女性仍然会承担比男性超过两到三倍的家

务劳动(Goldberg & Perry-Jenkins, 2004; Shelton & 

John, 1996)。虽然在观念上, 人们变得越来越平等

主义 (Botkin et al., 2000; Claffey & Mickelson, 

2009), 然而针对全球 30 个国家的调查发现, 女性

在家务劳动领域中的贡献比重超过男性是全球普

遍的现象(Hu & Yucel, 2018)。 

夫妻在家庭任务中贡献不均的情况在家庭生

活中普遍存在。这里的贡献不均指的是, 夫妻在

家庭任务中所付出的资源, 包括时间、精力、金

钱等 , 出现了客观失衡 (Gordon & Mickelson, 

2018); 家庭任务指的是, 在家庭生活中需要夫妻

共同完成、联合承担的任务, 家务劳动只是其中

的一小部分。如果把视线从家务劳动扩展到其他

的家庭任务领域, 女性除了在家务劳动上贡献更

多以外, 还比男性从事了更多的情感工作, 如表

达和传递感情、做更多的情感维系工作等(Smock 

& Noonan, 2006)。这些任务带有鲜明的性别角色

规范, 被认为是“偏女性化的工作” (female-typed 

tasks)。当然, 家庭里还有一些“偏男性化” (male- 

typed tasks)的工作, 如修理、洗车等体力工作等, 

男性在这些家庭任务上面的贡献更大 (Poeschl, 

2007)。此外, 家庭里还有一些不带有性别偏向性

的工作 (gender-neutral tasks)如照顾双方父母等 , 

这些任务当中不存在性别角色规范 , 也就是说 , 

社会并没有期望在这些任务上出现性别差异

(Wood & Eagly, 2012), 然而事实上仍然可能存在

一方承担过多, 而另一方承担过少的情况。 

从前因上看, 为了解释家庭任务贡献不均这

一现象, 学术界从上个世纪 60 年代就进行了深入

的探讨。相对资源理论(relative resource theory)认

为, 伴侣中收入高的一方会做更少的家务, 而男

性赚钱养家、女性照顾家庭的分工模式就决定了

男性的收入会更高 , 因此男性做的家务就少

(Blood & Wolfe, 1960)。性别角色理论认为, 男性

和女性承担的角色有显著的差异, 女性应该更多

地承担家务劳动, 这种规范在人们成长、社会化

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强化, 并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

信念(Ferree, 1990; Potuchek, 1992)。此外, 时间适

用约束理论(time availability-constraints theory)认

为, 男性花了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 所以他们在

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就会有限制(Sanchez & Kane, 

1996)。尽管存在各种局限, 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的

角度解释了女性家务劳动贡献程度高于男性的现

象。总体而言, 实现更公平的家庭任务分配具有

社会重要性, 学界对于家庭贡献不均这一现象的

兴趣日益增加(Bareket et al., 2021)。 

从后果上看, 目前夫妻家庭任务贡献不均的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或心理学的家庭研究

领域。研究表明, 夫妻双方在家庭任务中的贡献

不均往往会带来更低的关系满意度、更低的婚姻

质量、更低的幸福感、更低的承诺水平、更多的

家庭矛盾和关系冲突; 承担更多的那一方会感受

到更多的压力和抑郁情绪等(Gordon & Mickelson, 

2018; Hu & Yucel, 2018; Köppen & Trappe, 2019; 

Rodriguez-Stanley et al., 2020)。此外, 有国内学者

从消费者行为角度探讨了夫妻的家务劳动分工可以

影响家庭省时产品的购买(符国群 等, 2020; 姜海

纳, 符国群, 2018)。虽然研究关注了夫妻家务劳动

分工对于家庭消费的影响, 但只聚焦在和家务劳

动相关的产品种类上, 如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 

2.2  公平理论研究: 客观不均衡和主观感知不公平 

在夫妻关系里, 讨论“公平”是必要且重要的。

在谈论到公平时, 人们往往认为, 只有在较为陌

生的关系才会去“计较”公平(如顾客和商家, 宋晓

兵, 何夏楠, 2020), 似乎很难联想到亲密关系或

夫妻身上。一般来说, 夫妻关系往往被认为具有

完全的信任, 互相的理解和关心, 全身心为对方

付出, 而不会斤斤计较于公平与否。然而, 很多研

究或理论都表明, 亲密关系中, 依然会讲究公平, 

而且公平对亲密关系很重要 (Mikula & Lerner, 

1994)。尽管 Clark 和 Mils (1993)将亲密关系与其

他普通关系用“共有型关系”和“交易型关系”区分

开来, 认为交易型关系遵守交易原则, 而亲密关

系遵守需求原则, 负有满足伴侣需求的责任。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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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Clark 依然提出, 需求法则仅适用于亲密关系

的理想状态 , 亲密关系在不同的状态和情境中 , 

也会使用不同的准则, 如公平和平等。还有学者

认为, 只有在非常极端的、完全利他的亲密关系

中, 才能做到不在乎平等和互惠(Rands & Levinger, 

1979)。否则, 相互满足、平等互惠的需求在亲密

关系中同样存在(Kirchler & Maciejovsky, 2001)。 

现有研究对于客观分配均等和主观感知公平

之间关系的讨论, 主要围绕着交换理论、公平理

论和分配公平理论展开, 但都有其局限性。例如, 

交换理论(Shelton & John, 1996)认为, 成本最小

化才能收益最大化, 因此对于个人来说, 只有承

担最少的家庭任务, 才能最大程度上获得公平。

然而该理论适用于较远、更为陌生的关系, 并不

适用于家庭这种亲密关系。因为按照 Clark 和 Mils 

(1993) 的 观 点 , 关 系 有 交 换 关 系 (exchange 

relationship)和共有关系(communal relationship)之

分。交换关系以互惠为交易原则, 给予对方利益

的同时期望对方给予等量的回报。然而共有关系

指的是, 一方基于对另一方的关心向另一方提供

利益或好处, 并不期望得到回报。消费者生活中

最常见的共有关系就是婚姻中的夫妻关系(Claffey 

& Mickelson, 2009)。因此, 在夫妻关系中, 承担最

少的家庭任务, 并不能带来公平。因为亲密关系

的存在 , 如果承担得过少 , 就会带来愧疚感 , 这

会造成个人效用的降低。为此, 公平理论(equity 

theory)对此提供了更具信服力的解释。公平理论

(Bird, 1999; DeMaris & Longmore, 1996)认为, 当

伴侣得到过多或过少的利益时, 都会感到不舒服, 

会产生内疚、失望、不公平等情绪。因此, 只有

当夫妻双方承担差不多或等量的家庭任务时, 才

会被认为是公平的(Piña & Bengtson, 1993)。这一

理论认为均等就是公平, 得到了众多实证研究的

支持。例如, Goldberg 和 Perry-Jenkins (2004)发现, 

分工越均等, 自我的感知公平性就会越高。但是, 

随着研究的发展, 学者发现, 公平理论并不能解

释某些现象, 均等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平。比如, 就

算分配是不均等的 , 夫妻双方仍然会感到公平

(Chong & Mickelson, 2016; Ferree, 1990; Hu & 

Yucel, 2018; Major, 1993; Pyke & Coltrane, 1996)。

分配公平理论解释了这一现象。该理论认为, 除

了实际的贡献的均衡程度可以影响感知公平外 , 

合法化证明(justification)也对感知公平产生重要

影响(Major, 1993)。如果不均等的家庭分工可以被

合法化, 则公平感依然存在。合法化证明包括了

时间适应性(Chong & Mickelson, 2016), 基于性别

差异的性别角色规范(Coltrane, 2000)等。 

那么, 贡献不均所带来的不公平感会对人们

的后续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 当前研究表明, 当

夫妻关系的不公平感产生后, 消费者就会寻求恢

复公平行为 (restore fairness) (Mikula & Lerner, 

1994)。让渡决策权力(Latané, 1981)和拒绝性交

(Goodman et al., 1985)可以成为帮助夫妻恢复公

平的方式。然而, 还没有文献证明, 夫妻的购买或

消费行为同样可以作为恢复公平的方式, 进行跨

界补偿, 来实现家庭的动态公平和系统均衡。因

此, 本文创新性地从消费行为的研究角度, 提出

家庭消费决策和行为同样可以成为一种恢复动态

公平, 实现系统均衡的方式。 

2.3  享乐性消费研究 

享乐性消费指的是多感官刺激的、新奇的、

引起情绪反应的相关消费行为(Alba & Williams, 

2013), 在实证研究中往往分为两种视角: 产品视

角 , 即将产品分为享乐性产品和实用性产品

(Strahilevitz & Myers, 1998); 目标视角, 即将目

标分为享乐性目标和实用性目标(Batra & Ahtola, 

1991)。本研究将聚焦于产品视角, 考察消费者在

面对夫妻贡献不均的情况下, 更愿意购买享乐性

产品还是实用性产品。借鉴 Alba 和 Williams (2013)

的定义, 本研究将享乐性产品定义为一种可以通

过使用而获得感受的产品, 它能让人在情感和感

官上感到愉快, 能满足人们好奇、享受的欲望; 实

用性产品是指, 更具功能性、必要性和效能性的

产品, 它能满足人们的基本日常需求, 帮助人们

实现某个目标或完全某项任务。 

学界从生理和心理两个角度都对享乐性消费

的前因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从生理上, 研究表明

人们对于追求享乐性消费有着天然的本能, 因为

享乐性消费代表着开心和愉悦(Linden, 2007)。例

如, 人们更喜欢吃甜的、多脂肪的、含盐的食物, 

而不是苦的、清淡的、酸涩的食物; 更愿意听和

谐的而不是刺耳的音乐。从心理上, 当消费者决

策的时间距离更近时(Rogers & Bazerman, 2008), 

处于低权力感时(靳菲, 朱华伟, 2016), 处在本能

的状态做决策时(Loewenstein, 1996; Read & Van 

leeuwen, 1998), 单独做产品选择时(vs.同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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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Read & Loewenstein, 1995; Read et al., 

1999), 或当消费者处于防御焦点导向(vs.促进焦

点导向)时(Chernev, 2004; Dhar & Wertenbroch, 

2000; Dholakia et al., 2006), 以及消费者认识资源

匮乏 , 处于认知负荷状态时 (Shiv & Fedorikhin, 

1999), 当消费时间很短暂, 不能仔细思考相关的

成本时(Shu & Gneezy, 2010), 都会更加倾向于选

择能够带来短时愉悦的享乐性产品, 而不是具有

长期效用的实用性产品。 

从后果上看, 之前有大量的研究表明, 尽管

享乐性消费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开心和愉悦, 但是

相较于实用性产品, 享乐性产品对于消费者的长

期效用并没有很积极的影响 (Keinan & Kivetz, 

2008; Kivetz & Keinan, 2006; Kivetz & Simonson, 

2002; Kivetz & Zheng, 2006), 也往往会带来内疚

(Kivetz & Simonson, 2002; Strahilevitz & Myers, 

1998)。因此享乐性消费往往需要一个线索(cue)

或理由, 来完成合法化或合理化过程, 而且理由

越多 , 合法化证明就越充分 (Hsee, 1995; Shafir 

et al., 1993)。已有研究发现了大量可以用来提供

合法化证明的理由 , 比如 , 当产品被建构成奖

励的时候 , 人们更愿意选择享乐性产品(vs.实用

性产品) (Kivetz & Simonson, 2002; O’Curry & 

Strahilevitz, 2001); 当享乐性产品匹配了一个慈

善的动机时, 它会变得更具吸引力(Strahilevitz & 

Myers, 1998); 人们更愿意给自己挑选实用性礼

物, 给他人挑选享乐性产品作为礼物(Lee-Wingate 

& Corfman, 2010); 内疚水平更低的消费者更难

以抵制享乐性产品的诱惑(Kivetz & Zheng, 2006); 

当享乐性产品被建构成是意外之喜时, 被选择的

可能性会增加(O'Curry & Strahilevitz, 2001); 当产

品有折扣时, 消费者也会倾向于把折扣作为合法

化的理由 , 增加对享乐性产品的偏好 (Khan & 

Dhar, 2010); 当产品有促销时, 享乐性产品的吸

引力要高于实用性产品(Kivetz & Zheng, 2017), 

当夫妻的钱分开存放(vs.合起来存放)时, 消费者

更愿意购买享乐性产品, 因为花夫妻共同账户里

面的钱更不同意被合法化(Garbinsky & Gladstone, 

2019); 接受美国营养援助计划的家庭会购买更多

的享乐性食品, 因为他们更高的食物渴望会降低

对享乐性食品不健康程度的感知, 从而合法化享

乐性食物购买(Thomas et al., 2024)。可以看出, 折

扣、促销、奖赏、慈善动机、意外之喜等都可以

当合法化的理由, 进而增加享乐性消费倾向。不

难发现大多数对于合法化理由的探讨目前仍然局

限在个体因素上, 很少关注从人际互动的角度挖

掘合法化证明的理由。由此, 未来对于享乐性消

费的研究需要探讨更多的人际关系因素对于合法

化的影响。 

2.4  夫妻互依和家庭里的联合消费决策研究 

伴侣间的联合消费现象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普

遍。夫妻两人一起去餐厅就餐、看电影、度假、

购物等, 家用品的方方面面, 生活的点点滴滴都

是夫妻联合消费的体现。然而, 相较于个人消费

情景下的个人决策, 现有研究文献对消费者个人

如何组织、进行联合消费, 以及联合消费如何影

响个人决策知之甚少(Peck & Shu, 2018)。 

上个世纪 70 年代, 联合消费决策有了第一次

研究高峰。其中以 Davis (1970, 1971, 1976), Davis

和 Rigaux (1974)在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和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两种期刊上发表

多篇文章为代表。这一时期, 多数研究只关注于

特定的产品 , 比如房子 (Hempel, 1975)和家具

(Shuptrine & Samuelson, 1976), 以及其他的财务

决策, 如保险等(Ferber & Lee, 1974; Qualls, 1987); 

且大多使用问卷或访谈的方法, 研究结论具有很

大的局限。在最近的第二个研究高峰中, 自 2012

年众多学者在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以

专题形式振臂高呼后, 学者们开始越来越多地用

实验法探究影响联合消费决策的因素, 及个人决

策如何受到联合消费情景的影响(e.g., Garbinsky 

et al., 2020; Garcia-Rada et al., 2022; Liu et al., 

2019; Hasford et al., 2018; Ward & Lynch, 2019; 

Yang et al., 2019;)。Simpson 等人(2012)提出了二

元联合决策的模型, 认为在两人联合消费决策的

情景中, 每个人的偏好和偏好强度都不是独立的, 

而是会交互影响最后的选择。 Dzhogleva 和

Lamberton (2014)的研究发现, 伴侣双方的自控水

平会影响联合消费的结果。如果伴侣的自控水平

低, 那么消费者的决策会更加失控, 如吃更多的

垃圾食品等。亲密关系中, 相对权力高的人会更

多消费自己喜欢的品牌, 而相对权力较低的一方

则会更少购买自己喜欢的品牌, 这会降低双方关

系满意度。在双方的品牌偏好不同的情况下, 上

述结果表现尤甚(Brick et al., 2018)。Cakanlar 等

(2023)发现 , 在伴侣表现出不可持续行为后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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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权力的消费者会增加自己的可持续行为进行

补偿, 因为其认为对重建夫妻可持续身份抱有责

任, 且具有传达积极夫妻身份标志的强烈愿望。 

国内学者也结合中国社会特色, 对中国家庭

的消费决策进行了有益探讨。这其中以符国群团

队所做的家庭消费研究为代表 , 相关研究包括

家庭宠物消费研究 (薛海波 , 符国群 , 2015), 家

务劳动时间配置研究(张晓丹 等, 2018), 中国城

镇家庭结婚消费的演变和特点(符国群 等, 2019; 

姜海纳  等, 2017; 李杨  等 , 2018), 以及家庭如

何进行文化消费决策(姚琦 , 符国群 , 2017)和旅

游决策等(白凯, 符国群, 2011)。总的来说, 这一

阶段的研究更多地呈现点状分散式特征 , 结论

多样, 主题也较为离散。目前对于联合消费决策

的研究仍然相对匮乏, 这一领域期待更丰富的研

究成果。 

2.5  研究评述 

追溯以往文献可知, 大多数夫妻贡献不均的

有关研究集中在了社会学或心理学领域, 更多关

注贡献不均对于家庭关系的影响, 少数探讨对于

家庭消费影响的文献, 也只聚焦在了特定的产品

品类上, 缺乏普遍性。因此, 本研究将对夫妻双方

的贡献不均研究从社会学或家庭研究领域引入到

消费者行为学领域, 不仅能拓宽该研究主题的理

论边界, 填补消费行为领域的相关空白, 同时更

能进一步加深对家庭关系与家庭消费的理解。此

外, 本文创新性地从消费行为的研究角度, 提出

家庭消费决策和行为同样可以成为一种恢复动态

公平, 实现系统均衡的方式。 

研究夫妻关系中的联合消费决策, 不仅可以

帮助理解现实中的消费行为, 有着深厚的现实基

础, 同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目前对于联合消

费决策的研究仍然相对匮乏, 且研究方法上存在

局限性。它们虽然研究的是联合消费决策, 但往

往收集的是个人层面的数据(individual data), 而

不是真正的二元数据(dyadic data), 也没有真正考

虑到夫妻之间的二元互依影响, 这大大限制了相

关结论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收集夫妻二元数

据, 使用夫−妻二元互依模型, 分别检验贡献多的

一方和贡献少的一方的心理机制, 并评估在决策

过程中他们对彼此的交互影响, 使结论更加稳健

和科学。 

3  研究构想 

本研究的研究问题聚焦在透过夫妻互依和

动态公平视角, 探索夫妻在家庭任务中贡献不均

对家庭享乐性消费的影响。根据整个研究问题的

推理逻辑, 本文设计了两个紧密相关的研究, 分

别是:  

研究 1: 夫妻在家庭任务上的贡献不均对家

庭享乐性消费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研究 2: 夫妻贡献不均对家庭享乐性消费影

响的边界条件研究。 

研究 1 主要解决夫妻在家庭任务中的贡献不

均对家庭享乐性消费的影响问题。其中感知公平

扮演心理机制的作用。内疚/自我奖赏分别在组合

中的贡献少的一方和贡献多的一方起到链式中介

作用。 

研究 2 主要探究三个边界条件, 分别是个体

特征因素: 性别角色理念; 人际交互因素: 伴侣

情绪支持; 社会文化因素: 性别平等文化 , 能够

在研究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拓展我们对感知公平

在促进家庭内部动态均衡的作用。两个研究之间

的逻辑关系如图 2 所示。 

3.1  研究 1: 家庭任务中夫妻贡献不均对家庭享

乐性消费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研究 1 的目的是: 第一, 探讨夫妻在家庭任

务中的贡献差异(客观上的贡献均衡 vs.不均)对感

知公平(主观上的感知公平 vs.不公平)的影响; 第

二, 探讨对于贡献多/少的一方, 贡献不均是否可

以作为合法化理由, 增加家庭享乐性消费。 

3.1.1  家庭任务中贡献不均会导致感知不公平 

首先, 在家庭任务中, 夫妻双方在客观上的

贡献不均普遍存在, 因此探讨客观上的贡献不均

对主观感知公平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以往众多

实证研究表明, 在家庭任务中, 和客观上贡献均

衡相比 ,  当事人主观的感知公平感更为重要

(Claffey & Mickelson, 2009; Gordon & Mickelson, 

2018), 真正影响夫妻婚姻满意度、幸福感、压力

等的并不是客观上的贡献分配 ,  而是感知公平

(Dancer & Gilbert, 1993; Esping-Andersen et al., 

2013; Gordon & Mickelson, 2018; Poeschl, 2007)。

那什么时候客观上的贡献均等可以带来感知公平

呢? 按照公平理论, 只有当夫妻双方承担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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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两个研究的逻辑关系图 

 
或等量的家庭任务时, 才会被认为是公平的(Piña 

& Bengtson, 1993)。这一理论得到了众多实证研究

的支持。Gordon 和 Mickelson (2018)发现, 当夫妻

认为彼此的贡献程度不均等的时候, 公平感知更

低。同时, 他们还发现, 当要求被试预测伴侣的感

知公平时, 客观上夫妻的贡献程度越均等, 伴侣

的公平感才会越高。还有研究发现, 分工越均等, 

自我的感知公平性就会越高 (Goldberg & Perry- 

Jenkins, 2004; Willigen & Drentea, 2001)。当伴侣

的一方在家庭任务中贡献越来越少, 另一方贡献

越多越多时 , 感知不公平的几率就会越来越大

(Dancer & Gilbert, 1993; Robinson & Spitze, 

1992)。由此推测, 在家庭任务中, 夫妻间的贡献

不均(vs.均衡)可以显著影响感知公平。 

核心假设 1: 夫妻在家庭任务中的贡献不均

(vs.贡献均衡)会导致夫妻感知不公平。 

3.1.2  贡献不均会增加双方的享乐性消费倾向 

根据以往文献和本研究的研究框架, 享乐性

消费倾向在本研究将表现为: 产品选择(在实用品

/服务和享乐品/服务当中选择享乐品/服务)、购买

意愿(对享乐品/服务有更高的购买意愿)、产品偏

好、对享乐品/服务有更高的支付意愿, 以及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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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家庭消费行为中享乐品 /服务的支出金额更

大、占比更多(Garbinsky & Gladstone, 2019)。 

相较于实用性消费, 享乐性消费往往对于消

费者的长期效用很难产生积极的影响(Keinan & 

Kivetz, 2008; Kivetz & Keinan, 2006; Kivetz & 

Simonson, 2002; Kivetz & Zheng, 2006), 因此消费

者购买享乐性产品往往需要更多的合法化理由

(justification)。在此基础上, 本文认为, 家庭任务

中的贡献不均, 以及由此带来的感知不公平可以

作为一种理由 , 为享乐性消费提供合法化证明 , 

并增加夫妻联合消费中的享乐性消费倾向。由于

贡献不均中存在贡献多的一方和贡献少的一方两

个不同的主体, 接下来我们分别进行探讨。 

作为贡献多的一方, 在家庭任务中付出了更

多的努力, 投入了更多的资源, 处于不公平关系

中的劣势方。前人的研究表明, 付出的努力和对

不公平劣势方的感知可以让消费者感觉自己有资

格享受, 进而作为一种合法化理由, 增加享乐性

消费(Kivetz & Simonson, 2002; Kivetz & Zheng, 

2006); 同时, 投入更多的资源也可以使自我满足

行为合法化, 这也和人们的常识相一致, “只有努

力工作才会有好生活” (Kivetz & Zheng, 2006)。努

力性的行为也可以增加自我放纵式的消费行为

(Kivetz & Simonson, 2002)。Kivetz 和 Zheng (2006)

研究发现, 无论是实际的努力值, 还是操纵被试

产生和他人比较, 自己相对更努力、更不公平的

感知 , 都会增加被试选择享乐性产品的可能性 , 

更多的被试会选择更美味的巧克力蛋糕, 而不是

低卡路里的水果沙拉。当积极成果归因于自己的

努力时 , 人们会为自己的享乐消费辩护(Mick & 

Demoss, 1990)。Chung 等人(2023)也发现, 人们会

将由于自身努力工作得到的意外空闲时间花费在

享乐性活动上。同时, 作为付出更多努力的一方, 

这种更多的努力和良好的表现可以给予他进行自

我奖赏(self-reward)的权利, 并增加享乐性消费。

在夫妻关系的联合任务中 , 做出更多贡献的人 , 

也会因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感受到了更多的不

公平, 从而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值得奖赏, 并增加

在和伴侣进行的联合消费中的自我奖赏动机, 进

而通过享乐性消费或者在联合享乐消费中增加决

策权来恢复公平感。因此推测, 如果家庭任务中

产生了贡献不均, 作为贡献多的一方, 会感知到

不公平, 增加自我奖赏动机, 进而更愿意进行享

乐性联合消费, 并在决策中享有更大的决策权。

据此, 提出假设:  

核心假设 2: 夫妻在家庭任务中贡献更多的一

方(vs.贡献少), 会因为感知到不公平进而提高自

己的自我奖赏意愿。 

核心假设 3: 对夫妻在家庭任务中贡献更多的

一方(vs.贡献少)来说, 感知不公平和自我奖赏意

愿在贡献多与享乐性消费 /更大决策权间起链式

中介作用。 

作为贡献少的一方, 在家庭任务中付出了更

少的努力, 投入了更少的资源。研究表明, 人际关

系中的内疚往往产生于人际交往间的不公平情况, 

而且自己处于不公平的优势方, 占据了更多的资

源或者付出了更少的成本 , 人们产生内疚之后 , 

就会采用一些方法恢复人际间的公平与均衡

(Lee-Wingate & Corfman, 2010), 因此, 可以看出, 

人际关系中的内疚是只有在感知到不公平之后才

会产生。感知到不公平且自己处于优势方是人际

关系中的内疚产生的必要条件, 缺一不可。在联

合任务中贡献更少的一方, 如果他认为这种分配

是公平的, 则内疚就不会产生。只有在产生不公

平感知之后或者在意识到由于自己的贡献更少而

对伴侣不公平之后, 消费者才会更加内疚, 尤其

是在共有型关系 (vs.交易型关系 )中 (Chong & 

Mickelson, 2016; Clark & Mils, 1993; Gordon & 

Mickelson, 2018)。因此, 对于贡献少的一方来说, 

当意识到对伴侣不公平之后, 内疚感会上升。 

另外, 如果贡献程度太低, 并不会增加效用, 

反而会因为内疚等负面情绪而降低自己的总效用

(Bird, 1999; DeMaris & Longmore, 1996; Major, 

1993)。之前的研究表明, 当内疚的情绪产生之后, 

消费者会使用一系列的方法来减少或降低自己的

内疚感, 让自己回归均衡的状态。这些方法可以

概 括 为 个 人 路 径 (intrapersonal) 和 人 际 路 径

(interpersonal)两种(Lee-Wingate & Corfman, 2010)。

从个人路径上来看, 带有内疚情绪的消费者会远

离带有愉悦性质的商品或服务(Okada, 2005), 更

不愿意购买更高价格的商品 , 或者非必需品

(Nowlis & Simonson, 1996), 更不倾向于进行享乐

性消费(Kivetz & Zheng, 2006)。从这一路径来说, 

内疚会降低消费者购买享乐性产品的欲望。然而, 

当面对人际关系时, 人际路径让带有内疚情绪的

消 费 者 产 生 更 多 的 补 偿 行 为 (Lee-Wing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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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fman, 2010)。他们更愿意购买奢侈品或者非必

需的享乐性产品,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通过

享乐性产品的购买, 以及和他人的共享, 在人际

关系当中重新分配资源 , 来补偿自己的内疚感

(Lee-Wingate & Corfman, 2010)。研究发现, 消费

者可以通过慷慨式的行为, 将自己的享乐性消费

共享给他人来降低自己的内疚感 (Strahilevitz & 

Myers, 1998), 或者也可以通过让渡自己的部分权

利降低内疚(Mikula & Lerner, 1994)。综合上面分

析, 可以得出, 在家庭任务中, 贡献更少的一方, 

会因为感知到不公平而产生对伴侣更多的内疚感, 

进而更加愿意在家庭联合消费中进行享乐性消费, 

来补偿对方, 并消除自己的歉疚感。因此推测, 如

果家庭任务中产生了贡献不均, 作为贡献少的一

方, 因为感知到了对伴侣的不公平, 所以内疚感

会增加, 进而更愿意进行享乐性的联合消费, 并

在决策中让渡自己的决策权。基于此, 本研究提

出假设:  

核心假设 4: 夫妻在家庭任务中贡献更少的一

方(vs.贡献多), 会因为感知到不公平进而提高自

己的内疚感。 

核心假设 5: 对夫妻在家庭任务中贡献更少

的一方(vs.贡献多)来说, 感知不公平和内疚感在

贡献少与享乐性消费 /决策权更小间起链式中介

作用。 

综上, 研究 1 拟验证的理论框架分别如图 3

和图 4 所示:  

3.2  研究 2: 贡献不均影响感知公平的边界条件

研究: 个体特征、人际交互、社会文化因素 

研究 2 的目的是, 深入分析客观的贡献不均

影响主观的感知公平的边界条件。本研究将从个

人特征因素、人际交互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三个

方面进行探讨。 

从个人特征因素上来看, 个体的性别角色理

念(传统型 vs.平等型)可以调节贡献不均对感知公

平的影响。一般而言, 家庭劳动模式与个体的性

别角色理念有关(王志云 等, 2010)。传统型的性别

角色理念认为, 女性应该做更多的家务(Lothaller 

et al., 2009), 而平等型性别角色理念则认为男女

的家务分工应该相等。研究表明, 夫妻持有平等

型还是传统型性别角色理念, 对公平的感知会有

显著区别(Gordon & Mickelson, 2018)。面对家务

劳动上的贡献不均, 持有平等型理念的女性比传

统型女性会更加容易感知到不公平(Lavee & Katz, 

2002)。当家务在男女之间的分配更趋向于等量的

时候, 平等型男性比传统型男性会更加认为分工

是公平的(Mikula et al., 1997)。持有平等型理念的

人会比传统型理念的人经历更多的关于家庭分工 
 

 
 

图 3  研究 1 理论框架(贡献多的一方) 

 

 
 

图 4  研究 1 理论框架(贡献少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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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突(Kluwer et al., 1997), 因为在传统型人士

看来 , 夫妻之间的分工已经被社会规范所定义 , 

即便分配不均, 冲突也难以产生。基于此可以推测:  

核心假设 6: 性别角色理念可以调节贡献不均

(vs.均衡)对感知公平的影响。当个人拥有传统型

(vs.平等型)的性别角色理念时, 贡献不均(vs.均衡)

对感知公平的影响减弱。 

从人际交互因素上来看, 是否感知到伴侣的

情绪支持可以调节贡献不均对感知公平的影响。

研究发现, 夫妻间不公平感往往和低感知伴侣支

持紧密联系(Gordon & Mickelson, 2018); 对于新

手妈妈来说, 感知公平和感知到的来自丈夫的情

绪支持高度相关(Chong & Mickelson, 2016)。这里

的情绪支持是指感知到的来自伴侣的认同和心疼

的感觉。也就是说, 当夫妻中的其中一方感知到

了高水平的伴侣情绪支持, 他们就会在关系中感

知到更多的公平感, 不公平感也会降低。因为来

自伴侣的情绪支持让他们相信, 伴侣关心并善于

接纳他们的需求。Lachance-Grzala 等(2020)研究

发现, 伴侣的情绪支持能预测夫妻关系中的公平

感知。由此, 就算家庭任务中夫妻二人贡献不均, 

来自伴侣的在乎感也会消弥掉不公平的感觉。基

于此可以推断:  

核心假设 7: 伴侣情绪支持可以调节贡献不均

(vs.均衡)对感知公平的影响。当在夫妻生活中能

感知到来自伴侣的情绪支持, 贡献不均(vs.均衡)

对感知公平的影响减弱。 

从社会文化因素上来看, 社会存在较高(较低)

水平的性别平等文化可以调节贡献不均对感知公

平的影响。文化对于能够调节贡献不均和感知公

平的关系,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在特定的

国家或文化中, 性别(不)平等暗示了性别规范(Davis 

& Greenstein, 2009), 个人通过这种性别规范来调

整自己的行为, 以使得和性别规范保持一致(West 

& Zimmerman, 1987)。所以, 在性别不平等的文化

或国家中, 因为家务和女性特质紧密联系, 所以

男女在家务上的贡献不均更会容易被规范化, 进

而就算男女在家务上贡献不均衡, 也不会感知到

不公平。第二, 国家层面的性别平等传递了一种

性别赋权(gender empowerment)。这种赋权可以鼓

励男性和女性在家庭范围内进行平等分工(Braun 

et al., 2008), 也会更加注重性别之间在家庭任务

上的公平。例如, 研究发现, 在挪威、瑞典等性别

平等文化较为流行和认可的北欧国家, 男女之间

的分工更加公平(Hu & Yucel, 2018)。因此, 他们

对不均衡的家庭分工也会更加敏感, 带来的不公

平感知会更强。基于此可以提出假设:  

核心假设 8: 性别平等文化可以调节贡献不均

(vs.均衡)对感知公平的影响。当一个社会或国家

拥有较高水平的性别平等时, 贡献不均(vs.均衡)

对感知公平的影响增强。 

综上, 研究 2 拟验证的理论框架如图 5 所示。 

4  理论构建 

目前大多数消费者行为研究聚焦于研究个体

态度和个体偏好如何影响消费决策, 这些研究把

消费者放置在“真空”的环境中, 忽略了消费决策

经常会受到周围亲密他人的影响, 并不符合现实

情况。本研究聚焦夫妻二元互依和动态公平的视

角, 探讨夫妻在家庭分工中的贡献不均衡对家庭

享乐性消费的影响及机制, 并从个人特征因素、

人际交互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三个角度探讨该效

应的边界条件。本研究不仅拓展了夫妻联合消费

领域的相关研究, 还把两种不同的公平理论引入

到了夫妻的决策行为中, 探讨了在感知不公平的

情境下 , 夫妻如何将购买或消费作为一种“恢复

公平”的应对策略。 

具体而言, 第一, 本研究响应了目前消费者

行为领域的号召, 研究夫妻关系对消费行为的影

响, 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此外, 之前文献即便研 
 

 
 

图 5  研究 2 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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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夫妻关系或是家庭决策, 也往往只收集个人数

据, 缺少对夫妻整体的检验。而本研究不仅收集

个人数据, 还会收集夫妻二元数据, 使用夫−妻二

元互依模型, 分别检验贡献多的一方和贡献少的

一方的心理机制, 并评估在决策过程中他们对彼

此的交互影响, 使结论更加稳健和科学。 

本文从夫妻二元互依下的动态公平视角探讨

家庭生活的系统均衡, 具有独特性。本研究创新

性地提出, 家庭的消费生活和家庭的劳动生活可

以产生联动, 夫妻均衡可以在两个领域之间流转, 

遵循两种不同的修复逻辑和策略 , 分别为“做得

多−意识到不公平−享乐性消费奖励自己” “做得

少−意识到不公平−享乐性消费补偿对方”, 从公

平感恢复或亲密关系修复视角, 识别并论证了感

知公平理论在夫妻联合消费决策中的作用机制和

边界条件, 可以加深对公平相关理论的理解, 延

展理论应用的外延。 

第三, 本研究促进了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公

平感知研究。在消费者行为学上, 对公平的探讨

更多地集中在消费者与商家之间, 如感知服务公

平(Bolton et al., 2003; Xia et al., 2004)和感知价格

公平(Mayser & von Wangenheim, 2013; Seiders & 

Berry, 1998), 几乎没有文献涉及到消费者与消费

者之间的公平感知。本研究把消费者行为放进亲

密关系的框架内研究, 揭示了消费者之间的感知

公平同样可以深刻地影响消费行为, 并通过验证

自我奖赏和内疚在享乐性消费作为家庭生活中公

平恢复手段时所起到的中介作用, 帮助深入理解

夫妻在感知不公平后各自的应对方式及背后的心

理机制。这不仅从人际关系影响的角度丰富了享

乐性消费的合法化理由, 还说明了享乐主义消费

可以作为一种恢复公平的手段或方式, 帮助处于

不公平的失衡状态中的夫妻关系回归到公平的均

衡状态, 对关系维护起到重要作用。研究结论对

理解家庭生活中系统均衡和夫妻动态公平具有重

要的理论推进, 为消费作为恢复公平均衡、维护

亲密关系的重要方式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证经验。 

第四, 本研究把对家庭劳动分工的研究从社

会学领域引入到消费者行为学领域, 建立了家庭

任务分工(家庭层面变量)和享乐性消费(消费行为

层面变量)之间的桥梁, 拓宽了研究边界。之前的

大多数关于家庭分工模式的研究聚焦在社会学和

心理学领域, 探讨了夫妻分工对于家庭关系, 如

幸福感、关系满意度、夫妻冲突等变量的影响

(Chong & Mickelson, 2016; Gordon & Mickelson, 

2018; Hu & Yucel, 2018; Rodriguez-Stanley et al., 

2020)。家庭贡献差异和夫妻分工, 在消费者行为

研究领域尚属新颖的研究变量。虽然之前符国群

等人(2020)将对夫妻分工的研究拓展到了消费行

为领域, 然而他们只关注了某种特定产品的购买

行为, 探讨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本研究不仅关

注了家务劳动、照顾父母、自驾旅游、辅导孩子

学习等多种不同类型的家庭任务, 同时跳脱出特

定产品类别的局限, 更加具有一般性。而且, 对于

家庭分工的研究, 相关情景也不止局限在家务劳

动上, 更关注了照顾父母、辅导孩子学习、自驾

游等多种任务类型。因此, 本研究填补了家庭分

工模式在消费行为领域的研究空白, 有助于人们

更好、更全面地理解夫妻的家庭劳动分工。 

从现实层面上而言, 研究结论可以回应男女

家庭领域内分工差距大的社会问题, 具有政策含

义, 同时可以为面向家庭用户的企业提供有效的

营销决策指导。从政策制定来看, 想要让男女共

同承担育儿和其他家庭责任, 提升夫妻双方的公

平感, 可行路径包括了立法立规(如国务院《决定》

的出台, 和数十个省份落实夫妻共同育儿假), 或

者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扭转“女主内”的社会规范、

倡导性别平等等。而对企业而言, 针对家庭消费

的营销活动, 必须要考虑夫妻双方相互影响的因

素, 而不能只考虑个人。例如根据本文的研究结

论, 相较于分工模式符合性别规范的夫妻(如男主

外女主内的夫妻、家庭主妇), 对分工模式不符合

性别规范的夫妻(如男主内女主外的家庭、奶爸), 

强调产品的享乐属性会更有效。因此, 企业或营

销人员就可以通过观察或捕捉消费者的购买或使

用行为是否符合性别规范, 从而决定向消费者推

送享乐性产品或实用性产品, 强调产品的享乐主

义属性或者实用主义属性。 

最后, 本研究提出了未来可供进一步参考的

方向。本研究强调了享乐性消费可以作为一种家

庭公平恢复手段, 消弥任务贡献不均的不公平感, 

使家庭回归均衡状态, 因此没有讨论其对于家庭

的长期幸福会造成何种影响, 而这值得未来的进

一步探讨。此外, 关于家庭生活中的贡献不均, 现

实生活往往更为复杂。随着夫妻共同生活时光的

推进, 某些领域下的失衡可能会因为常态化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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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合理(Rubin et al., 1994)。比如, 因为某些原因

(丈夫更有时间 , 或者丈夫收拾得更干净), 男性

成为家务的主要负责者, 并且这种模式在家庭生

活中固定了下来。这些常态化的分工即便不符合

社会的主流规范 , 却会发展成为夫妻间独特的

“规范”。双方按照约定俗成的日常分工做事, 即便

贡献不均, 这种独一无二的规范也可以为贡献不

均提供合法化证明。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验证动

态公平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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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ose who wash less dishes, please buy flowers: Couple’s contribution 
imbalance and family hedonic consumption 

LI Shihao1, ZHANG Wenyue1, FU Guoqun2 
(1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2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t is common for couples to make unequal contributions to a wide variety of joint tasks in the 

household.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hav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contribution imbalance on 

consumption behavior. The present research documents that contribution imbalance in household tasks 

increases household hedonic consumption by integrating the dynamic equity perspective and the husband- 

wife dyadic model. This work reveals the underlying process by identify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equity and the dichotomous mediating role of guilt and self-reward. Notably, this effect is mitigated when 

(1) the gender role concept is equal (2) the partner's emotional support is high (3) the culture of gender 

equality is equal. These findings adv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joint consumption and fairness-related 

theories, providing effective guidance for marketing decisions by companies targeting household users. 

Keywords: hedonic consumption, family division of labor, family consumption decision-making, perceived 

equity 

 


